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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研究

现代主权理论与主权切割方法

在国际服务贸易主权分析中的应用

——以跨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为例

栗晓红 *
a

［摘　要］  针对当前国际服务贸易中的主权理论失语困境，本文引进了国际法权威约翰·H·杰

克逊的现代主权理论和主权切割分析方法，以跨国高等教育服务为例，阐释如何以新的视角分析和解

决国际服务贸易中的主权问题。该视角的核心是打破对主权的整体论或分层论思维定势，建立基于具

体事项的权力分配思维。具体来说，就是把主权视为一组在实践中运用的、具有可切割性的权力，讨论

贸易国家之间就每一具体事项在法律和实践层面所形成的权力程度的分配，而不是权力种类的分配。

［关键词］  主权理论；主权切割；国际服务贸易；跨国高等教育

国际服务贸易涉及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协商与合作，超出了单个主权国家对本国事务的完全控

制，如何处理其中的主权问题异常棘手，对于有着意识形态敏感性的教育和传媒等服务更是如此。可

否允许国外机构进入本国提供服务或者通过网络向本国居民提供服务？服务范围应该界定在哪里？

政府应该如何规范和管理这些服务？不同的主权理解会对这些问题做出不同的回答。主流的主权理

论对主权持有一种分层论的看法，把主权分为核心层和边缘层，认为核心层主权不可让渡，边缘层主

权可以让渡，前者如立法权，后者如部分行政权，即认为坚守住核心层主权就相当于保证了主权完整。

然而这种观点已经落后于国际服务贸易的实践，难以解决政策和实践中面临的问题。本文拟引进国际

法权威约翰·H·杰克逊（John H. Jackson）的现代主权理论和主权切割分析方法，以跨国高等教育服

务为例，来说明如何以新的视角来分析和解决国际服务贸易中的主权问题。本文分为六个部分：第一

部分，介绍现代主权理论和主权切割分析方法；第二部分，讨论我国跨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面临的主

权失语困境；第三部分，运用现代主权理论和主权切割方法分析我国在加入 WTO 时所签订的教育服务

承诺减让表，揭示其本质是我国与 WTO 成员国就若干项教育事务所达成的权力分割方案；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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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跨国教育政策的内容分析，提炼出我国运用所属权力规范和管理跨国教育服务贸易的关键层面

和特征；第五部分，通过对跨国教育实践的观察和分析，提出在权力的实际运行中存在权力松弛和越

界现象；第六部分，讨论在现代主权理论指导下应该如何思考跨国教育服务贸易中的主权问题，并展

望了这一理论在其他国际服务贸易领域的广阔应用前景。

一、 现代主权理论与主权切割分析方法

依据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起点的传统国际法，主权是一个民族国家对内具有的最高控制权

和决策权，对外具有的唯一代表权和不容他国干涉的权力。这种国家主权也被称为绝对主权。随着国

际交往的迅速发展，各国之间的相互交流和依赖程度日益加深，全球化进程加速。民族国家主权的绝

对性至少在三层意义上在逐渐被削弱：第一，国家出于利益交换目的而自愿让渡部分主权，如自愿加

入 WTO 意味着必须遵守 WTO 的相关规定，并使国内法律法规与此相适应；第二，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

需要国家让渡部分主权，如要解决全球变暖、跨国犯罪等问题需要多个国家通力合作，让渡部分主权

（鄂晓梅，2011）；第三，一些新理念的出现已经或正在挑战原有的绝对主权观念，如人权高于主权的观

念（王晓升，2009），从强调国家的权利转移到强调国家的责任的观念等（袁娟娟，2012）。

与此同时，学界也出现了对传统主权概念的诸多质疑和批判。如哈贝马斯就明确提出，不干涉原

则是古典国际法的观点，而在后民族国家时代，这种观点已经过时，从而提倡国际社会应该为保护人

权而斗争（王晓升，2009）。亨利·舍尔墨（Henry Schermers）提出，“国际法必须对国家主权有所限制。

国际合作要求所有国家必须接受国际法一些最低要求的约束，而不能以主权为由拒绝基本的国际规

则”（Kreijen，et al.，2002）。

在 WTO 领域非常有影响力的国际法学家约翰·H·杰克逊（2009，第72页）提出应用“现代主权”

概念替代以前的“主权”概念。该研究发现，当“主权”用于政策辩论时，其实主要指向是权力分配问

题。如果能够更加严肃和深入地运用权力分配的分析方法，决策制定者就可以全神贯注地解决一些真

正问题。该研究还总结出权力分配的三个维度：垂直维度上的权力分配，如国际组织、区域性组织、国

家组织和次国家组织之间的权力分配；水平维度上的权力分配，如处于同一层面的不同国际组织或国

家机构之间的权力分配；不同参与者维度上的权力分配，如经济组织和其他组织、政府组织和非政府

组织（后者又可以分为营利性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之间的权力分配。这一新词意味着一种对国家主

权的新的解读方法，这种新的解读方法更为务实且更多地基于实证经验，是对主权核心更加“平衡和

正在平衡”的解读方式。

约翰·H·杰克逊进一步提出了“主权切割”（ceding of sovereignty）的分析方法。很多时候，权力

分配并非非黑即白那样简单，而是应该按照权力的程度而非按照权力的种类进行“主权切割”。所以，

主权概念其实涉及的是一系列权力层面的切片。在面对具体问题时，与其谈论“主权的转移”，还不如

讨论各主权在“切片”中应如何进行权力分配，即某一切片究竟有多厚实。在此过程中，必须对提议

之中或实际存在的项目的目标给予更精确的关注，对制约可以增强该目标可能性的限制因素给予更细

致的考量，必须基于每种情况的复杂性进行细微分析，做“个案处理”，而非笼统的使用主权或主权转

移（让渡）概念。这意味着必须深入考虑和分析民族国家层面上的哪一部分权力（主权切片）应当授

予国际机构，在必要时，此种授权是否应当倒过来由国际机构授予国家，或者上述授权是否需要视情

形加以修正，以适应足以影响上述国际机构运行的瞬息万变的形势需要。

现代主权理论与主权切割分析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务实和有效地解决我国国际服务贸易中的主

权问题，下文以跨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为例，对这一方法的具体应用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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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跨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面临的主权理论困境

教育事关一个国家合格公民的养成、人力资本的培训、传统文化的传承、意识形态的形塑，自进入

现代社会以来，一直属于国家主权范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种跨国教育活动蓬勃发展起来，在很

多方面都超出了单个国家的控制范围，主权问题随之提上日程。在我国加入 WTO 前后，“要不要让国

外教育机构进入中国”和“国外教育机构应以什么方式进入中国”是争论的热点问题，很多学者从中

国教育主权的保护和让渡的角度为跨国教育的内容和形式提供规范性说明，代表人物包括徐广宇、潘

懋元和茹宗志等。这些研究深受早期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学的主权概念影响，把教育主权界定若干种

权力的集合，并持有整体论或者分层论的思维：主权要么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割和转让；要么具有核

心类别（一般包括教育立法权和教育司法权）和边缘类别（一般包括教育监督权和教育投资权等）两

个层次，边缘可以让渡，核心要坚决保持，虽然何为核心何为边缘并未达成共识。如潘懋元和黄建如

（2003）就持有前一种观点，但同时提出应该限制教育主权的边界，特别是把它和教育产权区分开来；

徐广宇（2002）在分析入世对教育主权的影响后，明确提出“国家对教育控制权的相互协调让渡成为

时代的主旋律”；茹宗志（2004）则提出教育主权的核心和外围的权力类别架构观，此后该观点逐渐成

为主流观点，被多名学者认可（王剑波和薛瑞莉，2004 ；张卫国，2011 ；李威等，2015）。囿于主权分析

工具的匮乏，教育主权的理论研究基本停留于此，之后再难有深入的发展。

虽然有关中外合作办学的理论研究并无长足进展，但作为一种被学界极为关注的教育服务模式，

十五年来中外合作办学发展迅速，在我国已经成为一种具有相当规模的办学类型。就本文所关注的高

等教育而言，根据截止到2017年8月份的统计数据，我国有实施本科及以上学历教育的中外合作办学

机构98个，项目1188个，另外还有众多实施高等专科教育、非学历高等教育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

目；合作办学的形式也是复杂多变。无论整体论还是分层论的教育主权理论都无法解释当前中外合作

办学实践，而且，事实上也很少有学者运用教育主权理论来对跨国教育实践进行经验分析。

上海纽约大学的出现与发展使得主权问题再次突显出来。这所筹建于2011年、招生于2013年的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自酝酿起就备受人们关注。一方面，它在诸多方面突破了原有的中外合作办学水

平：与纽约大学看齐的学术标准、高度的办学自主权、国际一流的师资、国际化的生源、高昂的学费，等

等；另一方面它又深受国家政策的限制：必须有中国合作伙伴、禁止直接开办纽约大学分校、生源里中

国学生必须占多数、招生不能完全脱离高考，等等。关于上海纽约大学在中国的未来发展前景一直是

个有争议的话题，持乐观判断者认为它可以发挥鲶鱼效应，促进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创新和改革（李

泓冰和姜泓冰，2015）；持悲观判断者则认为它不过是数量意义上的又一所高校，不会有多大作为，中

国教育制度要想真正突破，必须允许国外一流大学来我国举办分校而不是合作办学（刘俊，2011）。这

些争论的背后是“是否允许国外教育机构以分校的方式进入”和“国外教育机构进入对我国产生什么

样的影响”的理论和政策考量，核心是如何看待教育主权问题。

正如上文所述，目前国内关于教育主权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主权的种类说，强调让渡某些外围种

类，而无视跨国教育实践中出现的复杂情况，使得“让渡外围教育主权”成为一句空话，无助于实践

问题的解释和解决。现代主权理论和主权切割分析方法可以突破这一思维局限，帮助我们理解跨国

高等教育服务贸易中权力划分的国际协议、我国相关政策和实践中对这一权力的运用和存在的问题，

并对未来发展提出政策性建议。下面我们首先分析中国在加入 WTO 时所签订的教育服务承诺表是

如何在我国与 WTO 之间分配对具体教育事务的支配权的，从而为以后的政策和实践分析奠定一个参

照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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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现代主权视野下的我国教育服务承诺分析

跨国教育的蓬勃发展不仅促使大量的教育双边协议出现，也出现了一些多边协议，其中，最有

影响力，且具有国际法硬法效力的多边协议是 WTO 组织下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栗晓红，

2014，第69页）。根据现代主权理论，各国所做出的具体承诺实质上是在本国和 WTO 成员国之间进行

了教育权力的分割。关于此协议及我国的具体承诺（表1），有较为丰富的定性研究，在此不再赘述。

但笔者在阅读相关文献时发现，关于协议和具体承诺尚有一些误解和不够深入之处，这将极大影响我

们对于中国与WTO之间权力切割的准确理解，也将影响到教育政策的制订和办学的实践。本文希望

对这些误解进行澄清，并从权力分配角度推进对这一领域的认识。

表 1 中国教育服务承诺具体减让表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国民待遇限制

（不包括特殊教育服务，包括军事、
警察、政治和党校教育）
初等教育服务

（CPC 921，不包括 CPC 92190中的
国家义务教育）
中等教育服务

（CPC 922，不包括 CPC 92210中的
国家义务教育）
高等教育服务

（CPC 923）

（1）跨境交付：不作承诺；
（2）境外消费：没有限制；
（3）商业存在：将允许中外合作办
学，外方可获得多数拥有权；

（4）自然人流动：除下列内容外，
不作承诺。
外国个人教育服务提供者受中国学
校和其他教育机构邀请或雇佣，可
入境提供教育服务。

（1）跨境交付：不作承诺；
（2）境外消费：没有限制；
（3）商业存在：不作承诺；
（4）自然人流动：资格如下：
具有学士或以上学位；
且具有相应的专业职称或证书，
具有2年以上的专业工作经验。

（一）  教育承诺减让表是基于教育消费国地位的权力分配框架

该观点还没有得到学界的认真对待。GATS 中的“市场准入”指一国允许其他国家的服务或服务

提供者进入和参与本国市场的程度（石静霞，2006，第146页），“国民待遇”指一国对所有同类的外国

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给予相同的待遇。a我们在谈论四种教育服务方式中的权力分割的时候，指的是主

权国家作为教育服务市场管理者而非教育服务提供国所保留和分割出去的权力。一个典型例子是对

我国关于境外消费服务方式承诺的错误解释。我国对于境外消费无论在市场准入还是国民待遇上

都承诺“没有限制”。这意味着我国把对于该种服务方式的管控权力切割了出去。对于这点的理解

在学界基本达成共识，但是对于这个权力针对的具体事项包括什么却认识不清。很多研究者认为该

权力包括两个事项：我国学生出国留学和成员国学生来我国留学。这是错误的。

正确的理解是允许我国消费者进入成员国进行教育消费；他国消费者进入我国是否属于 GATS 规

制范围，要看该国对此种形式的教育服务的市场准入是否做出承诺。所以，任何基于我国的教育承诺

谈论国家对来华留学生的管控权力都属于文不对题。市场准入的承诺意味着不能对我国公民接受成

员国教育服务随意设置贸易壁垒，特别是阻止其出境。同时，由于最惠国待遇是一项所有成员国在任

何承诺项目上都需承担的基本义务，这也意味着我国需要对提供教育服务的成员国一视同仁，不能

厚此薄彼，这将构成歧视。不过，最惠国待遇虽然意味着要平等对待成员国，但这是就作为缔结或加

入 GATS 协议的、作为管理者的国家身份而言的。作为教育服务的采购者，主权国家可以选择某个成

员国提供的教育服务，比如公派访学就可以有选择性的指派由某些国家甚至教育机构来提供服务。

a市场准入与国民待遇之间的关系是 GATS 背景下讨论较多的问题。争论的核心是国民待遇义务是涵盖市场进入之前还
是仅指进入市场之后。本文将国民待遇理解为准入后的待遇，只有在市场准入之后才能谈得上国民待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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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市场准入明晰了六项教育权力

学界对市场准入虽然有准确的认识，但是对其产生的影响却缺乏深刻的认知。GATS 第16条把“市场

准入”措施明晰化为六项标准：（1）服务提供者的数量；（2）服务交易或资产的总金额；（3）服务业务的总

量；（4）所需求的自然人总数；（5）通过特定类型的法律实体或合营企业提供服务；（6）外国资本的参与。

采取的是一种否定式清单（negative list），即如果没有做出明确说明，等于做出了不采取限制措施的承诺。

这直接影响到对中外合作办学权力切割上的精准认识。我国在商业存在服务方式上承诺“将

允许中外合作办学，外方可获得多数拥有权”，这点也被广泛谈论过，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这属于在

第（5）项上做出的限制，同时也意味着我国不得在其他五项上对成员国教育提供进行限制，否则就

可能会被受影响国家提交到争端解决机构（DSB）中去。造成这种疏忽的部分原因在于英文表达和

中文翻译之间的微妙差异。英文表述是“Joint schools will be established，with foreign majority ownership 

permitted.”，直译的意思是需要建立合作学校，外方可获得多数拥有权，暗含了其他（五项）不要求的

意思。而中文表述中采用“将允许”的字眼则暗含了其他都不允许的意思，这直接导致很多人认为允

许进来，但可随意管制的错误认识。

总体来看，我国保留了对跨境交付服务方式完全的管控权力，对商业存在服务方式和自然人流动

方式做出一定的权力切割，对境外消费服务方式完全交出了权力。在这四种服务贸易形式中，商业存

在因为涉及国外教育机构的进入，一方面对我国现有的教育机构会造成一定冲击，另一方面，也可能

促进我国教育改革，提升我国教育质量，同时，又具有一定的教育殖民的风险，所以引起关注最大，学

术讨论最多，也是本文关注的焦点，下文将主要对这种教育服务形式的政策和实践进行分析。

四、 现代主权视野下的我国中外合作办学政策分析

《中国教育服务承诺具体减让表》建立了一个中国和WTO关于跨国教育服务的权力分割框架，根

据 GATS 第6条的规定，国内相关法律法规等影响措施也应保持和这个框架的一致，并做到合理、客

观、公正地实施。我国在对教育服务做出承诺后，立即废除了1995年通过的《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

定》，并于2003年制订了与承诺相一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下文简称《条例》），

2004年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下文简称《实施办法》）。a这些法规、

规章一方面保持与多边协议一致，另一方面，也是我国运用所属权力切片对中外合作办学进行管理的

集中体现。其中的大部分规定属于国家对于教育机构和活动的常规性规范和管理，有些规定则属于专

门为中外合作办学量身定做，体现了国家对于这种新办学形式的管理思路和方法。下边就其中所体现

出来的几个关键方面的教育权力切片进行分析。

（一）  要求外国教育机构具备一定的资质要求

主权国家可自行决定本国的市场准入资质要求。中国提出三项要求：法人资格（《条例》第九条）、

相应的办学资格和较高的办学质量（《实施办法》第六条）。前两个要求都采取了 GATS 所建议的“自

动给予”的方式，即信任各主权国家对所属教育机构资质的管理，同时辅之以信息披露的方式把各个

国家有资质的教育机构名单予以公布。b名单的公布主要依托于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www.jsj.

a《条例》于 2013年根据《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被修订，取消了审批机关对校长或主要行政负责
人的任命和变更的审核。

bGATS 第七条：对服务提供者的有关批准、许可或证明所规定的标准，可基于与有关国家签订协议、安排，或自动给予的方
式承认在一特定国家所颁发的许可证和证明。



065

edu.cn）和中国留学网（www.cscse.edu.cn）两个平台进行。目前已经公布了43个国家的1万多所学校名

单。有趣的是，关于“较高的办学质量”的要求在这里并无法律上的可操作性，但是一再出现于我国的

政策期望中，后文还要对此进行分析。

（二）  要求中方保留行政控制权

我国的整体思路是：最高决策权力上做到中、外方平衡，行政负责人由中方控制。中外合作办学

机构和项目的最高决策机构是理事会、董事会或联合管理委员会，理事会、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委员

会的中方组成人员不得少于1/2（《条例》第二十一条）。中外合作办学者一方担任理事长、董事长或

者主任的，由另一方担任副理事长、副董事长或者副主任。同时，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校长或者主要

行政负责人，应当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在中国境内定居，热爱祖国，品行良好，具有教育、教学经

验，并具备相应的专业水平（《条例》第二十五条）。

（三）  要求教育教学中保障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文化

GATS 把教育定位为服务贸易部门，但教育实际上兼具政治、经济和文化功能，而且在我国还有

着特殊的意识形态宣传任务。我国对中外合作办学的课程和教学语言都进行了专门规定。《条例》第

三十条规定，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应当按照中国对同级同类教育机构的要求开设关于宪法、法律、公民

道德、国情等内容的课程，且将所开设的课程和引进的教材报审批机关备案。《实施办法》第四十四

条也规定，引进的教材应当具有先进性，内容不得与中国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相抵触。《条例》第

三十一条规定，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根据需要，可以使用外国语言文字教学，但应当以普通话和规范汉

字为基本教学语言文字。实践证明，该要求很难实现，成为当前最突出的主权松弛问题。

（四）  要求国外教育机构有实质的教育投入和质量保障

我国非常重视国外教育机构对教育的真正投入。《条例》第十条提出，合作双方可以用资金、实物、

土地使用权、知识产权以及其他财产作为办学投入，且知识产权投入不得超过各自投入的三分之一。

第二十七条要求外方合作办学者应当从本教育机构中选派一定数量的教师到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任教。

这个要求与我国注重能力建设的政策定位有关。

除了以上规定外，我国对其他几个方面也做出了要求。比如中外合作办学必须以中国公民为主

要招生对象（《条例》第二条，《实施办法》第二条）；依照国家有关政府定价的规定确定并公布学费和

各收费项目；应当以人民币计收学费和其他费用，不得以外汇计收学费和其他费用（《条例》第三十八

条）；可以依法自主确定招生范围、标准和方式，但实施中国学历教育的，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实

施办法》第二十六条和第四十一条），等等。

五、 现代主权视野下的中外合作办学实践分析

用中国所拥有的上述权力切片来对照中外合作办学的实践，可以发现：一方面，我国所提出的有些

政策目标超出了约定的管制权力范围；另一方面，我国在部分权力的实施上出现了松弛的现象。

（一）  权力越界的政策目标

一个典型的属于权力越界的政策目标是“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条例》第三条规定，国家鼓

励引进外国优质教育资源的中外合作办学，鼓励中国高等教育机构与外国知名的高等教育机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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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是我国对中外合作办学的核心期望之一。这些话语也反复出现在国

家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讲话中（栗晓红，2007）。那么，我们可否运用国家力量只允许国外知名教育

机构进入呢？a答案是不能。我国是基于“自动给予”的方式承认在一特定国家所颁发的许可证和证

明，即在母国有办学资质之高等教育机构自动具备进入我国合作办学的资格，如果只允许知名高校进

入，就构成了对其他具有进入资格但非国外知名教育提供者的歧视，违背了中国与 WTO 的权力分割

约定。

有两个办法规避这种权力的越界，一是对“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的标准予以模糊化处理。比如

时任教育部政策规划处处长徐永吉于2005年提出的“四个有利于”标准和林金辉（2012）提出的

“三个有利于”的标准都是一种比较抽象而模糊的标准，缺陷是不能帮助我们具体分辨进入的某个

国外教育机构是否属于优质教育资源。二是对“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的标准给予较为宽泛的界定。

比如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在公布国外学校名单时有一个说明，“国家开展中外合作办学的核

心是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在实际办学中引进教育资源情况也是决定中外合作办学质量和水平的最

重要因素。为了促进中外合作办学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监管工作信息平台将

筹备分类向社会公布得到公认的国外知名大学、专业等优质教育资源名录。”实际上该名单列出的

是所有在母国有合法办学资质的高校。但是这样一个较为宽松的标准失去了“优质教育资源”的

一般含义。

另一些有权力越界危险的政策目标是关于国家鼓励在某些领域和地域开展中外合作办学。如

《条例》第三条中“国家鼓励在高等教育、职业教育领域开展中外合作办学”，《实施办法》第三条中“鼓

励在国内新兴和急需的学科专业领域开展合作办学”，“国家鼓励在中国西部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开展

中外合作办学”。如果只是停留于政策上的鼓励，还不构成权力越界，一旦成为实践中批准办学与否的

标准，则会导致对国外教育服务提供者数量上的限制，而我国并没有在承诺表上保留此项权力。

所以，无论是提倡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还是鼓励在某些领域和地域开展合作办学，一旦付诸

实施就构成了越权，容易引起国际争端，应该避免。

（二）  权力实施上的松弛

和权力越界现象相对应的是中外合作办学实践中出现的权力松弛现象。比如在宪法、法律、公民

道德、国情等内容的课程开设上，现在相当一部分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把此规定简化为一门中国

文化课程。关于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基本教学语言文字的规定基本无法执行，因为中外合作办学的

优势之一就在于全英文课程和全英文教学。关于以中国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规定也在被逐渐突破，

上海纽约大学已经把政策用到了极致，所招收的中国学生只比国外学生多一名。学费虽然仍然需要通

过教育行政部门报批，但是一年高达10万（上海纽约大学）和16万（昆山杜克大学）的高昂学费收取

也已获得批准。实施中国学历教育的项目和机构在招生时虽然仍然对高考成绩有一定要求，但是自主

确定招生标准和招生方式在实践中越来越常见。

本文无意对这些权力的松弛进行价值判断，而是阐明现状，在具体办学实践中，某些教育权力切

片在执行上确实具有较大的灵活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最初提出的中国教育开放的步子是否可

以再大一些的问题得到了部分回答，办学实践中的开放力度比法律、法规界定的大。但是，法律的要

a把“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定位为“国外知名高校”大体上也符合社会对于“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的定位和期望。尽管对
于“知名”的范围难以清晰地把握，但是现在多个世界大学排行榜和各个国家内部的大学排行榜让我们越来越清楚各所高校
所处的国内和国际的大体位置，为“知名高校”的遴选提供了依据。英国的《QS世界大学排名》、中国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ARWU）》、美国的《usnews世界大学排名（US News）》和英国的《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被视为目前世界最具影响力
的四大世界大学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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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在于合法性，国家随时可以根据需要调整自己的权力执行力度，因此，未来这类行为合法性的判别

可能会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

六、 进一步思考

现代主权理论和主权切割分析方法不仅有助于我们清晰地看到国际服务贸易中的主权运作现状，

如教育服务贸易中存在的对权力分割方案认识不到位、所属权力难以完全实现政策目标、实践中权力

执行存在偏离等等；而且为未来国际服务贸易中的主权思考提供了一个整体性和实用性框架。其核心

是打破对主权的整体论或分层论思维定势，建立基于具体事项上的权力分配思维。

主权安全是国际服务贸易的一条红线，在相关政策制订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如何理解主

权及其安全却有非常不同的路径。主流学界关于主权的整体论或者分层论的思维方式无助于解决国

际服务贸易中国际谈判和协议签订中面临的选择难题。采用本文所提倡的分析视角，把主权定义为基

于具体服务事项上的权力切片，权力的程度比权力的种类更重要，国际谈判就是针对具体服务事项的

权力切割，在分析主权及其安全时应该着眼于具体事项而非主权整体或者某个种类。这样的思维方法

在实践中已经部分得到运用，但是囿于主权思维定势的影响，在表达上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语言。我们

现在应该突破旧的思维定势，树立新的思维方式，为实践中的做法建立合法性，并能够沿着这条路径

进行系统的分析，为政策制订提供更好的理论准备。

经过这一分析视角的转换，很多问题迎刃而解。就教育服务贸易而言，以后应该在两个方向上调

整自己。第一，重新审视国家的利益需求，并具体化到教育事项上，通过调整国际协议中具体权力切片

的方式实现我国的政策目标。教育服务承诺应该服务于我国的国家利益和政策目标，就目前来看，这

中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比如我国希望吸引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的核心政策目标在现有的承诺框架下

难以实现。根据GATS第二十一条，在承诺生效之日的3年以后，成员可在任何时候修改或撤销承诺表

中的任何承诺。我们可以利用此条款来重新调整我国的教育承诺，但首先是要清晰定位国家的利益需

求。如果把引入优质国外教育资源作为核心利益，可以考虑制订更为具体且更高要求的市场准入资格

条件；如果希望改善中外合作办学在办学区域、办学领域和专业上的过度集中和不均衡现象，可以考虑

运用规定每个地区允许进入的数目等市场准入条款来进行限制。但这里的风险在于，受到影响的国家

会进行反击，或要求必要的补偿，或要求中国在其他事项上做出更多承诺，或修订自己的承诺，等等，这

些都需要考虑在内。第二，分析权力松弛的具体教育事项，进行分类处理。应该认真对待跨国教育实践

中的权力松弛及由此导致的普遍违法现象，可以考虑对相关教育事项分成三类来进行处理：一是针对

更多属于办学自主权和实践上有客观需要的事项，在法律法规上放宽放松要求。比如招生上是否可以

考虑取消把高考作为必须的参考依据，收费上取消政府管制，等等。教学语言的问题较为复杂，虽然关

涉到国家的根本利益，但是考虑到英文语言环境是中外合作办学的核心竞争力之一，而且国外教师也难

以做到用中文教学，所以是否可以考虑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对教学语言不做规定。二是针对直接影响到

办学质量的教育事项，加强法律法规执行的力度。比如关于外国教育机构的准入资格、实质投入和质量

保障的要求要认真执行、违法必究。三是针对规定较为模糊、难以执行的教育事项，明晰法律要求并加

强执行。比如，把我国关于开设宪法、法律、公民道德、国情等内容的课程要求进一步明晰为开设关于

“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必修课程的要求，规定统一的选修学分，并组织师资编写统一的高质量教材。

本研究以跨国教育服务贸易为例，展现了现代主权理论和主权切割分析方法的分析效力。然而，

本文只是这一领域研究的初步探索，相信未来会吸引更多学者参与到对这一理论和分析方法的应用与

完善中，为国际服务贸易中的主权问题讨论增添一个新颖的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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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ying Modern Sovereignty Theory and Sovereignty Ceding Method 
to Sovereignty Analysis in International Service Trade：Taking Chinese 

Trans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Service Trade for Example
LI Xiao-hong

Abstract：In view of the dilemma facing the current sovereignty theory as far as the international service 
trade is concerned，we introduce in this paper the modern sovereignty theory and sovereignty ceding method 
put forward by John H. Jackson，a famous international law professor. Taking trans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trade for an example，we illustrate how to apply the new theory and method to analyzing and solving the issue 
of sovereignty in the international service trade. The core of this new perspective is to break the old thinking of 
holism or stratification of sovereignty，and to establish the idea of power distribution based on specific matters. 
Specifically，the sovereignty is regarded as a group of separable powers operable in practice. That is，what is 
at issue is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degree rather the type of power between the trading partners concerning each 
specific matter in the legal and practical aspects of the trade. 
Key words：sovereignty；ceding of sovereignty；international service trade；trans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